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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

路径选择∗

朱杰进

　 　 【内容提要】 　 随着中国发展进程的加速，推动国际制度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是否创立新国际制度以及是否对既有国际制度进行重新解释

和应用，可以将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分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 针对美

国主导的各类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采取不同的改革路径？ 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

制度变迁”理论，本文指出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与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空间是影响崛起

国选择制度改革路径的两大条件要素，并以此解释了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中国在主权信用评级、国

际货币体系、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开发银行四个议题领域所采用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之间

的差异。 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的弹性较小，这促

使中国采取了叠加型的改革路径；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强，但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的制度弹性较大，这促使中国选择了偏离型的改革路径；在区域贸易

协定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弱，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身的制度弹性较小，这促使中

国选择了替代型的改革路径；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美国的否决能力较弱，同时世界银行制

度本身的弹性较大，这促使中国采取了转换型的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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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大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国际制

度改革，这包括改革的目标和路径两方面。 在目标上，中国要提高自身在国际制度中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使全球治理中的制度性权力与日益增长的物质性权力相匹配。 其

正如 ２０１７ 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中所指出的，“我们决心构建一个更加高

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

权和代表性”。① 在路径上，中国采取何种类型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既是国际关系研

究中的一项重要理论命题，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 从国际关系

理论的角度看，大国权力转移与国际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

前沿话题。 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会促进国际制度的变迁，但实力对比变化不会自动导

致国际制度变迁，既有研究对于大国权力转移究竟如何引发国际制度变迁的路径解释

仍然不够清晰，多数研究关注的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霸权国的国际制度护持策略，而

对于崛起国国际制度改革路径的研究则相对不足。②

从经验现实的角度看，面对同样是由美国主导的各类国际制度，中国却采取了不

同类型的改革路径。 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针对美国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次贷危机以

及随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饱受批评的局面，中国减少了对国际评级机构的使用和依

赖，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采取“双评级模式”。 这属于对既有国际信用评级制度

的叠加型改革路径。 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中国积极推动人民币加入由美元等构成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货币篮子，并对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制度

规则提出了不同以往的新解释，这属于对既有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偏离型改革路径。

在区域贸易协定领域，针对美国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ＴＰＰ），中国则大

力支持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这属于与既有国际制度展开直接竞争的

替代型改革路径。 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中国倡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下

文简称亚投行）。 一方面，亚投行在核心制度规则上与世界银行保持了一致；另一方

面，亚投行在核心制度规则的应用上又与世界银行存在差异：世界银行侧重于减贫，亚

投行侧重于基础设施投资。 因而，中国在该领域的改革路径属于利用旧制度规则去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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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目标的转换型改革路径。

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同样是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采取不

同类型的改革路径？ 这是本文尝试解释的问题。 在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既

有学术文献中，主要有五种代表性的分析视角：（１）现状国—修正国视角，其争论的核

心问题是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究竟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还是修正主义国家；①

（２）国际制度竞争视角，其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权力转移必然会导致国际制度竞

争；②（３）呼吁—退出—威胁退出视角，其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呼吁、退出以及威胁退出

三种不同的路径来推动国际制度改革；③（４）接受—敲竹杠—投资视角，其认为影响中

国改革国际制度路径选择的两大因素分别是中国是否具有外部选择以及中国在现有

国际制度内的合作是否被美国认为是不可或缺；④（５）增量改革视角，其认为中国对待

现有国际制度采取了增量改革的战略。⑤

总体上看，这五种分析视角为崛起国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提供了一定解

释，不过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现状国—修正国视角将中国的战略选择归因于中国的

国家类型，忽视了中国与美国之间互动因素的影响。 国际制度竞争视角较好地阐述了

中美之间的互动，但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互动的结果上，缺少对互动过程中中国路径选

择的分析。 呼吁—退出—威胁退出、接受—敲竹杠—投资和增量改革三种视角提出了

一些影响中国路径选择的情景性因素，但对于中国要改革的国际制度的特征则很少涉

及。 事实上，国际制度的特征本身也很重要，既有国际制度是否有足够大的弹性空间、

是否能够容纳中国的国际制度偏好，也是影响中国改革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

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较好地融合了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战略情境因

素和制度特征因素，对于解释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因

此，本文借鉴了该理论，并利用霸权国否决能力和国际制度弹性两个关键变量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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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国改革路径的选择，以补充相关研究。

下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提出一个分析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

第三到第六部分是比较案例分析，通过四个案例来分别解释崛起国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选

择何种类型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以验证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第七部分总结全文。

二　 霸权国否决能力、国际制度弹性与崛起国的改革路径

在政治学的三大新制度主义理论中，对制度改革或者说制度变迁的研究在历史制

度主义理论中占据了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与该理论秉持“制度是一种权力资源分配手

段”的制度观有关。①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强调制度能够促进合作进而带来共同利益，

这是一种功能主义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突出制度中各不相同文化因素，而历史制度

主义则格外关注制度的权力资源分配效应。 保罗·皮尔逊（Ｐａｕｌ Ｐｉｅｒｓｏｎ）认为，“制度

不是中性的合作机制，而是反映、复制并放大特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模式。 制度安排会

让一些组织或权力集团获益，同时漠视和边缘化另一些群体”。② 张宇燕也指出，“制

度是非中性的，同一制度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情，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

群所获得的往往是各异的东西，那些从现有制度安排中获益更大的个人或集团，无疑

会竭力去维护和争取之”。③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变迁的压力一直内生于制度之中：那些主导制度并从中

获益更大的行为体倾向于维护现有制度，而那些从现有制度中获益相对较少或者说获

益程度不能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行为体则倾向于改革制度，成为改革行为体。 在制度

变迁的过程中，拥有不同权力资源与偏好的主导行为体与改革行为体通常会追求不同

形式的制度，最后的制度结果往往是各行为体之间政治博弈的产物。

在制度变迁的具体路径上，历史制度主义内部形成了两种不同观点：一种是以斯

蒂芬·克拉斯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ｒａｓｎｅｒ）、约翰·伊肯伯里（ Ｊｏｈｎ 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和乔瓦尼·卡

波西亚（ 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Ｃａｐｏｃｃｉａ） 为代表的 “断裂均衡模型 （ ｐｕｎｃｔｕａｔｅｄ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ｍｏｄ⁃

ｅｌ） ”；④另一种是以凯瑟琳·西伦（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詹姆斯·马奥尼（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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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ｙ）和沃尔夫冈·斯特雷克（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Ｓｔｒｅｅｃｋ）为代表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 ｇｒａｄｕ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ｄｅｌ）”。 断裂均衡理论的两个核心概念是关键节点 （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ｕｎｃｔｕｒｅ）和路径依赖（ｐａｔｈ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① 关键节点侧重于分析导致制度变迁的外部

冲击和结构性因素，强调随着战争、革命、经济危机或者重大经济政策出台等标志性事

件的发生，现有制度所处的外部结构会出现松动，从而削弱其合法性，进而产生制度变

迁的压力和机遇。 路径依赖则是指一旦关键节点的制度突变结束，正反馈效应会使新

制度保持在固定的轨道上运行，此时的制度变迁表现为制度的自我复制和强化。

马奥尼和西伦指出，断裂均衡理论在解释制度变迁时既过于强调偶然性，又过于

强调决定性，忽视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和渐进性。 这一理论存在两大问题：（１）过于

强调外部冲击，忽视了制度内部各行为体之间的冲突及其导致的内生性制度变迁的可

能性；（２）过于强调制度的突变，忽视了制度渐进变迁的可能性。②

针对断裂均衡理论的不足，马奥尼和西伦提出了渐进制度变迁模型。 在自变量

上，其认为制度内部主导行为体与改革行为体之间权力平衡的变化以及制度运行过程

中改革行为体对制度规则“策略性地”重新解释和执行是导致渐进制度变迁的两个基

本变量。 在因变量上，替代型、叠加型、转换型和偏离型四种制度变迁模式构成了改革

行为体的可选路径。 在理论框架上，两个基本自变量与四种制度变迁路径的因变量之

间形成了一个包含因果机制的解释模型，解释了在何种条件下改革行为体会选择何种

类型的制度改革路径。

（一）自变量：制度变迁的两大动力

从权力平衡变化的角度看，由于制度安排往往是各行为体之间政治博弈和妥协的

产物，因而政治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 “路径依赖理论

认为制度会通过正反馈效应实现自动维持和自我强化，但实际上，任何制度安排都是

建立在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需要不断地动员政治资源来支持该制度的运行。 如果主

导行为体与改革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支持该制度运行的资源分配就

会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制度变迁的发生。”③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内主导行为体与改革

行为体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必须是情景性和动态性的，而非双方的静态力量对比，因

而用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ｖｅｔｏ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

·５·

①

②

③

田野：《国际政策扩散与国内制度转换》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 年第 ７ 期，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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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５０，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ｐ． １１１７．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 ９．



力量对比的变化要更加准确。

乔治·策贝利斯（Ｇｅｏｒｇｅ Ｔｓｅｂｅｌｉｓ）指出，所谓制度否决能力是指对改变制度现状

而言，其同意是必不可少的行为体的能力。① 通常，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越强，

制度改革越难以发生。 在制度变迁中，当改革行为体发起改革倡议时，如果主导行为

体能够采取制度内或者是制度外方式来阻止改革倡议落实，那就说明主导行为体的制

度否决能力较强。 反之，则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

如何测量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 策贝利斯认为，尽管制度否决能力在经验

上可以观察到，但在理论上不容易有明确统一的标准。 一般而言，制度否决点越多，制

度否决点的自我指向性（即制度维持现状的法律门槛）越高，则制度否决能力就会越

强。② 例如，对于改革行为体而言，如果建立新制度的门槛很高，或者即使改革行为体

能够发起成立一个新制度，但新制度的有效运作却离不开主导行为体和既有制度的支

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就较强。 与之相反，如果建立新制

度的门槛较低，改革行为体能够发起成立一个新制度，而且在没有主导行为体和既有

制度支持的情况下，新制度仍然能够有效运作，那么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就

较弱。

另一方面，从制度实施的角度看，改革行为体在制度实施的过程中往往会策略性

地重新解释和执行既有制度规则，这就导致制度实施的过程构成了渐进制度变迁的另

一个来源。 如前文所述，制度对权力资源具有分配效应，主导行为体和改革行为体会

围绕制度的实施展开又一场讨价还价的政治博弈，改革行为体不会如理性选择制度主

义所宣称的那样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自愿地去实施制度，也不会如社会学制度主义所

说的那样因为制度是一个认知模板就会“想当然地”去实施制度。 实际上，制度的实

施需要一定的权威性和强制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伦等人认为，“制度本质上是

一种基于权威、强制和执行相结合的社会机制，分为制度规则和制度规则的实施两部

分。 只有同时关注制度规则和及其实施，并发现两者之间的“缝隙”，才能够完整地理

解制度变迁过程。③ 因此，在分析制度变迁时，不仅要看制度规则是否发生变化，还要

看制度规则的实施是否发生变化。

如何描述改革行为体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对制度规则的“策略性”地解释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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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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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 ｐｐ． 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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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制度主义提出了制度弹性（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的概念，即制度规则多大程度上

具备可被重新解释和执行的模糊性和开放性，或者说是制度规则实施过程中自由裁量

权的大小。① 那么又如何衡量制度弹性的高低或者说自由裁量权的大小？ 这就需要

对既有制度规则进行细致的文本分析。 一般而言，如果在分析制度规则的文本后发

现，既有制度规则基本上是为主导行为体量身定做的，只适用于主导行为体的特殊情

况，那就说明既有制度规则的弹性较低。 反之，如果既有制度规则能够广泛适用于各

种不同情况，而不仅仅适用于主导行为体，那就说明既有制度规则的弹性较高。

关于制度弹性是否会一直存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承认制度弹性会引发制度内各

行为体之间的政治博弈，但认为随着制度逐渐完善，制度弹性会不断降低乃至消失。②

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制度弹性是一个永久性变量，不是“有或无”的问题，只存在“高

和低”的差别。 拥有不同制度偏好的行为体会充分利用制度弹性来展开竞争。 在制

度实施过程中，对既有制度不满的改革行为体会利用制度弹性来重新解释和执行制度

规则，推动制度变迁。

（二）因变量：制度变迁的四种类型

在不同制度下，主导行为体的否决能力以及制度实施中的制度弹性多种多样，这

对改革行为体采用的制度变迁路径又有何种影响？ 这就涉及到渐进制度变迁理论的

因变量———制度变迁的路径。 马奥尼和西伦从类型学的角度指出，按照是否创立新制

度规则以及是否重新解释和执行旧制度规则，可以将改革行为体的制度变迁路径划分

为替代、叠加、转换和偏离四种类型。

替代型制度变迁是指改革行为体通过引入新制度规则来替代旧制度规则。 比如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用市场经济制度来替代计划经济制度。 叠加型制度变迁是指改革

行为体引入新制度规则，但并不替代旧制度规则，而是让两者并存。 比如中国为维护

国家统一所采用的“一国两制”。 转换型制度变迁是指改革行为体并不引入新制度规

则，而是对旧制度规则加以全新的解释和应用，利用旧制度规则来实现新制度目标。

比如一些改造伊斯兰教的主张强调要对古兰经进行现代化解读；③偏离型制度变迁是

指改革行为体并不引入新制度规则，而是通过对旧制度规则增加新的解释元素，以达

·７·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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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威烈：《试论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性关系》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０ 年第 ９ 期，第 ４—

１８ 页。



到逐步偏离的目的。① 比如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国农村改革最初采取的大包干就是

对既有的农村公有制经济的一种偏离。② 值得注意的是，在转换型和偏离型制度变迁

中，改革行为体都对既有制度规则提出了新的解释，两者的区别在于：转换型制度变迁

是从一开始就用新解释替代旧解释，从而“转换”了既有的制度规则；偏离型制度变迁

虽然提出了新的解释元素，但新元素与旧元素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同时存在，

前者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既有制度规则。 当然，如果偏离型制度变迁一直发

展下去，新的解释元素不断积累，就有可能变成转换型制度变迁。 这四种制度变迁路

径都是对现实世界丰富多样的制度改革实践的抽象化和概念化，类似于马克斯·韦伯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所说的“理想类型（ ｉｄｅａｌ ｔｙｐｅ）”。 在现实中，各种制度变迁路径往往会

相互交叉、相互转化。

（三）理论分析框架

综合来看，马奥尼和西伦以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和既有制度的弹性作为自

变量，以改革行为体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作为因变量，构建出一个“２×２”的理论模型

（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改革行为体的路径选择

既有制度的弹性低 既有制度的弹性高

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强 叠加型路径 偏离型路径

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弱 替代型路径 转换型路径

　 　 资料来源：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
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 １９．

在这个理论模型中，马奥尼和西伦先是从改革行为体与主导行为体的力量对比出

发，指出在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或较弱时，改革行为体分别有两种不同的

路径选择，而具体选择哪种路径，则主要取决于主导行为体主导的既有制度的弹性高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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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需要指出的是，马奥尼和西伦对偏离型制度变迁的界定是指虽然制度规则本身没有变，但由于制度规则

运行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使得实施制度规则的客观效果出现偏离。 其英文原文是“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ｘｉｓｔ⁃
ｉｎｇ ｒｕｌ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ｈｉｆ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本文认为，这种界定不是从改革行为体的战略出发，忽视了改革行为

体的能动性。 因此，本文重新界定了偏离型制度变迁。 关于马奥尼和西伦的界定，参见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
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 １６。

罗纳德·科斯、王宁著，徐尧、李哲民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北京：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７６—７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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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① 当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时，改革行为体只能在叠加型和偏离型改革

路径中选择，而不可能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路径，这是由改革行为体与主导行为体

的力量对比结构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结构下，改革行为体究竟是选择叠加型还是偏离

型路径，就取决于改革行为体所要改革的既有制度规则的弹性。 当既有制度弹性较高

时，改革行为体能够对既有制度规则增加新的解释元素，改革行为体就会采取偏离型

而非叠加型路径，原因是偏离型路径的成本要远远小于叠加型路径。 但当既有制度弹

性较低时，改革行为体无法对既有制度规则增加新的解释元素，那么就只能创建叠加

于既有制度的新制度。

当主导行为体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时，改革行为体则会具备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

型路径的可能，这也是由改革行为体与主导行为体的力量对比结构所决定的。 在这样

的结构下，改革行为体究竟是采取替代型还是转换型路径，也取决于既有制度规则的

弹性。 当既有制度弹性较高时，改革行为体能够对制度规则提出全新的解释，那么就

会采取转换型而非替代型路径，原因是维持现有制度的成本要远比创建新制度低。 但

当既有制度弹性较低时，改革行为体无法对既有制度规则提出新的解释，只能采取用

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替代型路径。②

接下来，本文将渐进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运用于分析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

选择。 其中，国际制度中的主导行为体主要是指霸权国美国，改革行为体主要是指崛

起国中国。 关于中国会采取何种路径来改革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本文提出了四个理

论假设（如图 １ 所示）：（１）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强、国际制度弹性低时，崛起国会采取叠

加型改革路径；（２）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强、国际制度弹性高时，崛起国会采取偏离型改

革路径；（３）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弱、国际制度弹性低时，崛起国会采取替代型改革路

径；（４）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弱、国际制度弹性高时，崛起国会采取转换型改革路径。

在实证分析部分，本文将以主权信用评级、国际货币体系、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开

发银行四个议题领域的国际制度改革作为案例，来分别检验这四个理论假设。 需要说

明的是，在主权信用评级和国际货币体系这两个领域中，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但

是其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则一低一高。 在区域贸易协定和多边开发银行这两

个领域中，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但是其主导的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也是一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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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ｈ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Ｔｈｅｌｅ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ｂｉｇｕ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ｐｐ． １８－２２．

马得勇：《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性制度变迁理论》 ，载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第 １６５—
１６６ 页。



图 １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高。 因此，通过这四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如表 ２ 所示），可以较好地看出崛起国改革国

际制度的路径选择是如何受到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和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这两个

变量的影响。

表 ２　 案例选择

国际制度弹性低 国际制度弹性高

霸权国否决能力强 叠加型路径（主权信用评级） 偏离型路径（国际货币体系）

霸权国否决能力弱 替代型路径（区域贸易协定） 转换型路径（多边开发银行）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　 主权信用评级改革与中国的叠加型路径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现行国际主权信用评级制度的弊端充分

暴露，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饱受国际批评。 批评者指出，美国三大

评级机构垄断国际评级市场，透明度低，缺乏竞争性和独立性，在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顺

周期作用，加剧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欧猪五国”希腊、爱尔兰、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主权债务危机相继爆发，再次将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主权信

用评级制度推向风口浪尖，成为全球治理改革的焦点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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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了国际信用评级制度的改革。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在首届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峰会上，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了

改革国际评级机构的原则：“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要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

性的原则，改革完善国际监管体系，建立评级机构行为准则。”①２０１０ 年 ６ 月，胡锦涛在

Ｇ２０ 多伦多峰会上系统地提出了主权信用评级制度的改革方案：“要加强对国际信用

评级机构的监管，减少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完善信用评级机构行为准则和问

责制度，特别是要制定客观、公正、合理、统一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和标准，使有关评级

结果准确反映一国经济状况和信用级别。”②其中，“减少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依赖”

成为该改革方案的核心。

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进一步阐释了该改革方案：“一方面，大型金融机

构要清理过度使用外部评级的监管规定和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我国国内债券市场

上要减少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使用，大力支持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促使它们未来

成长为国际型的评级机构，一个具体措施是实行双评级的模式。”③时任中国财政部副

部长朱光耀也指出，“在当前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障碍重重的情势下，我国对评级

体系的改革首先要从国内入手，通过双评级模式支持本土评级机构掌控国内评级话语

权，大力发展自主信用评级体系，减少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过度使用和依赖。”④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级有限公司（下文简

称大公国际）联合美国的伊根·琼斯评级公司和俄罗斯的俄罗斯信用评级公司宣布

成立“世界信用评级集团（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其目标是推动建立双评级

国际评级制度，实现新旧评级体系并存和均衡发展。⑤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世界信用评

级集团成立大会暨改革国际评级体系论坛在香港举行，随后聘请法国前总理多米尼

克·德维尔潘（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 ｄｅ Ｖｉｌｌｅｐｉｎ）担任世界信用评级集团国际顾问理事会主席。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３ 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会见德维尔潘时指出，中国支持

建立客观、公正、合理、平衡的新型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愿与各国共同努力，推动现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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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胡锦涛：《通力合作 共度时艰：在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峰会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胡锦涛：《同心协力 共创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 ／ ｅｒｓｈｉｇｕｏｊｉｔｕａｎ ＿６８２１３４ ／ ｚｙｊｈ ＿６８２１４４ ／ ｔ７１１９７３．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周小川：《关于信用评级的若干问题及展望》 ，载《西部金融》 ，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４—７ 页。
朱光耀：《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亟待重塑》 ，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３６—３７ 页。
关于世界信用评级集团的目标，参见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ｅｘｐｏ ／ ｚｔ ／ ｐｊｌｔ ／ ｇｕａｎｙｕ＿２．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用评级体系的改进与完善，建立符合地区特点的信用评级体系与标准。①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看，中国减少对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的使用和依赖，支持本土评

级机构的发展，推动“双评级模式”的发展，这属于对既有国际信用评级制度的叠加型

改革。 为什么中国会采用叠加型而非其他制度改革路径？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可以

从霸权国的否决能力和既有国际制度的弹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美国享有结构性的权力优势和强大的制度否决能力，这体

现在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自身的公信力以及美国对 Ｇ２０

等探讨国际评级制度改革的平台的掌控三个方面。

第一，美国债券市场在国际债券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使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ＳＥＣ）成为国际主权信用评级行业事实上的“守门人”。 创立主权信用评级机构的目

的是为了对国际债券市场上主权债券的发行方提供信用评级服务，因而，作为主权债

券发行者和投资者汇聚地的国际债券市场构成了主权信用评级制度运作的权力基础。

在某种意义上，“谁掌控了国际债券市场，谁就掌控了主权信用评级行业”。② 根据国

际清算银行（ＢＩＳ）的统计，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全球债券市场未清偿余额为 ８９． ２８ 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债券市场占 ２４． ２％，远远超过排在后面的英国（１３． ７％）和德国（７． ４％），优

势地位明显。③ 正是由于美国债券市场的规模优势和巨大吸引力，任何主权信用评级

机构要想发挥国际影响力，都无法回避美国债券市场，都希望能够获得 ＳＥＣ 授予的

“国家认可的统计评级机构（ＮＲＳＲＯ）”资质，这实际上赋予了 ＳＥＣ 在国际信用评级体

系改革中强大的制度否决能力。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大公国际曾向 ＳＥＣ 申请 ＮＲＳＲＯ 资质，

但遭到拒绝。 理由是大公国际的总部在北京，ＳＥＣ 无法确定大公国际是否遵守美国的

《证券交易法》。 这反映出 ＳＥＣ 垄断了主权信用评级行业，拥有强大的制度否决

能力。④

第二，作为主权信用评级领域的“百年老店”，美国三大评级机构自身的公信力也

奠定了其“权威性”，使得任何新建立的评级机构在短期内都难以撼动其垄断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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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见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等》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４ ／ ｃｏｎ⁃
ｔｅｎｔ＿３２７５２５４５．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Ｄｉｍｉｔｒｉｏｓ Ｓｏｕｄｉｓ，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ＰＥ： Ｎｏｔ ａ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 ａ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ｐｐ． ８１３－８３７．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国际金融市场分析小组：《 ２０１０ 年国际金融市场报告》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ｂｏｎｄ．
ｃｏｍ． ｃ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 １４７２ ／ １４８８ ／ １５０５ ／ １８４７２ ／ ２２６８０ ／ １０６５６２１４ ／ １３０１２７８７８１６４３６４７９８０８３２．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刘永刚：《中国对评级巨头说“不” 》 ，载《中国经济周刊》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８ 期，第 １２—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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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普尔为例，标准普尔创立于 １８６０ 年，在过去的 １６０ 多年中，其通过对企业债券、

主权债券、股票、共同基金等投资品种的“独立” “严格”分析，逐步奠定了在行业中的

领先地位。 目前，标准普尔的评级分析师超过 １５００ 人，为全球 １２８ 个国家的公司和主

权信用提供评级服务，其创建的标准普尔 １２００ 指数和标准普尔 ５００ 指数已经成为反

映全球股市表现和美国投资组合指数的基准，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极具影响力。① 根据

ＳＥＣ 的报告，２００９ 年对世界各国政府债券、地方债券和主权债券的评级业务中，标准

普尔占据了总市场份额的 ４５％，穆迪占 ３８． ６３％，惠誉占 １５． ８％，三家合计超过 ９９％，

处于绝对垄断地位。②

第三，在讨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改革的 Ｇ２０、金融稳定理事会（ ＦＳＢ）和国际证监

会（ ＩＯＳＣＯ）等制度平台中，美国的制度性权力优势明显。 如前所述，以中国为首的新

兴经济体多次在 Ｇ２０、ＦＳＢ 和 ＩＯＳＣＯ 会议上呼吁改革国际信用评级制度。③ 但在这三

个讨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改革的平台上，美国都拥有突出的议程设置和议事决策能

力。 以 Ｇ２０ 为例，Ｇ２０ 机制中最为集中地讨论主权信用评级制度改革的主要是华盛顿

峰会、伦敦峰会、匹兹堡峰会和多伦多峰会，而这几次峰会的主办国要么是美国，要么

是美国的盟国，例如英国和加拿大。 发达国家在这个议题上更多强调的是要进一步强

化信用评级机构的注册登记和信息披露，故意淡化新兴经济体最为关心的改革主权信

用评级方法和标准等根本问题，使得国际信用评级制度的改革只能在相当有限的范围

内进行。④

简言之，美国 ＳＥＣ 控制着国际债券市场准入的市场性权力，美国三大评级机构拥

有公信力优势，美国政府也掌握着 Ｇ２０ 等探讨国际评级制度改革的平台，这些因素共

同构成了美国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的强大制度否决能力。 因此，在这种环境下，中国

很难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的国际制度改革路径，只能在叠加型和偏离型的路径中加

以选择。 中国究竟如何选择？ 这就涉及另一个变量———国际制度弹性。

（三）主权信用评级的制度弹性

在制度弹性方面，美国三大评级机构的制度弹性较低，它们采用的评级方法基本

上是以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为适用对象，对其他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缺乏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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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 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ｐｒａｔｉｎｇｓ． ｃｏｍ ／ ｅｎ＿ＵＳ ／ ｗｈａｔ －ｗｅ － ｄｏ，访问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８ 日。
陈虹：《国际信用评级改革任重道远》 ，载《中国金融家》 ，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０ 期，第 １３８ 页。
“ＢＲ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ｉｃｓ． ｕｔｏｒｏｎｔｏ． ｃａ ／ ｄｏｃｓ ／ ０９０３１４－ｆｉｎａｎｃｅ．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Ｅｒｉｃ Ｈｅｌｌｅｉｎｅｒ ａｎｄ Ｈｏｎｇｙｉｎｇ Ｗａｎｇ，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ＢＲＩＣＳ􀆳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２５， Ｎｏ． ５， ２０１８， ｐｐ． １－２３．



性。 因此，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与美国越接近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就越高；政治经济制

度模式与美国差异越大的国家，主权信用评级就越低。

以标准普尔为例，２００８ 年 ５ 月标准普尔公司发布的《主权信用评级基础框架》确

定了政治得分、经济得分、财政得分、外部融资得分和货币得分等五大评级要素（如表

３ 所示）。 其中，政治得分基本上是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来赋值，强调权力制

衡、司法独立和媒体自由等。 经济得分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ＧＤＰ）而非 ＧＤＰ 总量作

为指标，明显有利于美国等发达国家。 外部融资得分主要考察一国是否发行国际储备

货币以及活跃交易货币，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采取超发货币的

形式来增强其主权债务的偿还能力，把能不能借到新债作为测量偿还旧债能力的标

准，这类似于美国银行评估国内个人信用的方法。 货币得分主要考察一国中央银行的

独立性、货币政策的市场化程度、中央政府是否发行大量固定利率本币债券等。 其中，

以中央银行独立性、货币政策市场化程度作为测量指标，这也明显偏向于美国等发达

国家。

表 ３　 ２００８ 年标准普尔主权信用评级要素及测量指标

评级要素 主要测量指标

政治得分

是否存在政治制衡机制，执行合同以及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度，信息和数据统计

的可靠性以及发布的自由度，是否拥有独立的司法体系和自由开放的新闻

媒体

经济得分 人均 ＧＤＰ，经济增长前景，经济多元化和波动程度

外部融资得分
是否发行国际储备货币 ／ 活跃交易货币，一国外部流动性，一国对外负债，主权

政府的净外部头寸

财政得分 政府债务占 ＧＤＰ 的比例，政府债务负担

货币得分
中央银行独立性和目标，货币政策的市场化程度，中央政府是否发行大量固定

利率本币债券以及以本币计价的国内信贷，债券市场的市值

　 　 资料来源：Ｓ＆Ｐ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ａｔｉｎｇｓ， “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Ａ Ｐｒｉｍｅ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ａｎｄｐｏｏｒｓ． ｃｏｍ ／ ｅｎ ＿ ＵＳ ／ ｗｅｂ ／ ｇｕｅｓｔ ／ ｒａｔｉｎｇｓ ／ ｒａｔｉｎｇｓ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 ｆｉｌｔｅｒ ／ ｓｏｖｅｒ⁃
ｅｉｇｎｓ，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美国评级机构的主权信用评级方法明显偏向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以民主化、私

有化和市场化作为评级要素和测量指标的核心，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

识”的色彩，反映的是美国在信用评级上的理念和制度偏好。 因而，这样的国际信用

评级制度弹性较低，主要适用于美国作为霸权国的特殊情况，难以适用于与美国政治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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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存在较大差异的中国。 正如朱光耀所言，“当前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从西方国

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设计评级标准，并在评级立场上把西方作为标杆，严重损害

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其成为维护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的工

具”。①

（四）小结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在主权信用评级领域有着强大的制度否决能力，使

得中国难以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的改革路径。 在制度弹性方面，国际评级机构的主

权信用评级方法有着鲜明的“美国烙印”，②缺乏包容各国不同政治经济制度和发展阶

段的开放性，难以对其进行弹性解释，这排除了中国采取偏离型国际制度改革路径的

可能性。 这样，中国就只能选择叠加型改革路径，即减少对国际评级机构的使用，支持

本土评级机构的发展，采取双评级模式。 前文关于“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强、既有国际

制度弹性低时，崛起国更可能选择叠加型改革路径”的理论假设与经验事实一致。

四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中国的偏离型路径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并迅速蔓延，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

系统性风险。 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焦点问题。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 Ｇ２０ 伦敦峰会前夕，周小川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的文章，提出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中国方案”：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

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应重建具有稳定的定值基准并为各国所接受的新储

备货币，而在短期内，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ＩＭＦ）至少应当承认并正视

现行体制所造成的风险，充分考虑发挥特别提款权（ ＳＤＲ）一篮子货币的作用，进一步

完善 ＳＤＲ 的定值和发行方式。 ＳＤＲ 定值的篮子货币范围应扩大到世界主要经济大

国。③ 其中，作为主要经济大国中国的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就自然成为改革目标。

为将这个改革方案转化成现实，中国随后利用 Ｇ２０ 和 ＩＭＦ 的平台开展了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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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光耀：《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亟待重塑》 ，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第 ３４ 页

有学者认为，从理论上看，主权信用评级很难避免 “本国偏向 （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 。 参见 Ａｎｄｒｅａｓ Ｆｕｃｈｓ ａｎｄ
Ｋａｉ Ｇｅｈ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ｍｅ Ｂｉａｓ ｉｎ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Ｒａｔｉｎｇ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ｉ－ｇｅｈｒｉｎｇ． ｎｅｔ ／ ｆｉｌｅｓ ／ ＦＵＣＨＳ％２０ＧＥＨＲＩＮＧ％
２０Ｐａｐｅｒ％２０ＪＥＥＡ．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周小川：《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ｂｃ． ｇｏｖ． ｃｎ ／ ｈａｎｇｌｉｎｇｄａｏ ／ １２８６９７ ／ １２８７１９ ／ １２８７７２ ／
２８４７８３３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经济外交活动。 ２０１１ 年，法国担任 Ｇ２０ 的轮值主席国，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作为主要

议题之一。 中国积极与法国合作，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南京联合举办了国际货币体系改

革高级别研讨会，提出了“影子 ＳＤＲ”的概念，并建议对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加入 ＳＤＲ 进

行模拟测算，为扩大 ＳＤＲ 货币篮子做了铺垫。 最终，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的 Ｇ２０ 戛纳峰会

上，中国推动 Ｇ２０ 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一致同意应不断调整 ＳＤＲ 货币篮子的组成，

以反映各国货币在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①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ＩＭＦ 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ｅ Ｌａｇａｒｄｅ）访华，中国正式向

ＩＭＦ 表达了人民币申请加入 ＳＤＲ 的决心和立场。 随后，ＩＭＦ 成立了 ＳＤＲ 货币篮子审

查工作组，与中国人民银行（下文简称人民银行）之间建立了高规格、小范围的月度技

术会谈机制。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双方经过九轮磋商和谈判，最终为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扫清了障碍。 其中，２０１５ 年 ９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中美两国元首就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达成共识，美国承诺支持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货币篮子，②这解决了最大

的政治难题。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ＩＭＦ 执行董事会讨论并全票通过了 ＳＤＲ 审查报告，

认定人民币已经满足了“可自由使用货币标准”，决定将人民币纳入 ＳＤＲ。 ＳＤＲ 货币

篮子相应扩大至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五种货币。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的谈判过程中，对 ＳＤＲ“可自由使用

货币标准”提出了一系列不同以往的新解释元素，包括可自由使用货币不等于可自由

兑换货币，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衡量指标体系需要增加贸易结算的新指标，可自由使用

货币的衡量数据需要增加增量数据等。 因此，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本质上采用

的是一种对既有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偏离型改革路径。 为什么中国会选择偏离型而

非其他类型的制度改革路径？ 根据前文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霸权国否决能力和国际制

度弹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高度敏感并拥有强大的制度否

决能力，这体现为美元在国际交易支付和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占据着突出的垄断地

位。 人民币与美元差距巨大，这使得中国难以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采取替代型或者

转换型的制度改革路径。

在国际交易支付中，一般用“在官方外币资产中的占比” “在国际银行负债中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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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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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６６８５０３５． 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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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和“在国际债务证券中的占比”等指标来衡量一国货币满足各国国际收支需要的

程度。 从在官方外币资产占比来看，２０１４ 年，美元为 ６３． ７％，人民币为 １． １％；从在国

际银行负债中的占比来看，２０１４ 年第四季度，美元为 ５２． １％，人民币为 １． ９％；①从在国

际债务证券中的占比来看，２０１５ 年第一季度，美元为 ４３． １％，人民币为 ０． ６％。②

在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一般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货币构成”来衡量一国

货币在主要外汇市场交易中的活跃程度。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每三年一次的中央银行

调查，２０１３ 年，美元在全球外汇市场交易量的货币构成中占比为 ４３． ５％，人民币占比

为 １． １％。 虽然相比 ２０１０ 年，人民币占比已经从 ０． ４％上升至 １． １％，取得了较大进

步，但仍然与美元有着相当大的差距。③

简言之，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占据着比较明显的垄断地位。 人民币的使用

虽然在国际交易支付和外汇市场交易中呈现上升趋势，但由于人民币国际化刚刚起

步，要想打破国际市场对美元的路径依赖和使用惯性，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

程。 短期内人民币不具备对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进行替代或者转换的物质实力。

因此，中国的改革路径也就只能在叠加型或者偏离型中加以选择。 究竟如何选择？ 这

就与相关制度的制度弹性有关。

（三）ＳＤＲ 的制度弹性

在制度弹性方面，以 ＳＤＲ 货币篮子为代表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虽然强调可自由

使用货币的标准，但是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在定义和解释的过程中具有较大的开放

性和包容性，这就为中国采取偏离型改革路径创造了条件。

从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ＩＭＦ 与人民银行就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货币篮子展

开了九轮谈判，谈判的核心是人民币是否满足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标准。 在与中国的谈

判中，ＳＤＲ 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制度的弹性充分显现，在可自由使用货币的衡量标准、

衡量指标和衡量数据三个方面均展现出了开放性和包容性。

第一，在衡量标准上，中国强调可自由使用不等于可自由兑换，且可自由兑换本身

也存在较大的模糊性。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ＩＭＦ 指出，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虽然不是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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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ＤＲ⁃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ｐ． ２３－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ｍｆ．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Ｐｏｌｉｃｙ－Ｐａｐｅｒｓ ／ Ｉｓｓｕｅｓ ／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３１ ／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 ｏｆ－ ｔｈｅ－ＳＤ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ＰＰ４９７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加入 ＳＤＲ 的必要条件，但可自由使用货币客观上对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有一定要求。

针对这种观点，人民银行提出，虽然人民币可自由使用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

存在一定关联，但中国提出的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完全可自由兑

换，而是在充分吸取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基础上的有管理的可自由兑换。① 另外，周小

川还指出，从可自由兑换的概念本身来看，ＩＭＦ 并没有给出可自由兑换的严格定义，也

没有规定一套一旦接受后就可以宣布本国货币为可自由兑换的条款。 ＩＭＦ 对资本项

目可自由兑换所划分的 ７ 大类 ４０ 项，也只是从技术角度做出的对照清单，每个项目的

重要程度有大有小，对照清单并未对它们的重要性加以区分，只能看成是一套模糊的

标准。 就中国而言，中国已经有 ３５ 项满足标准，因此，中国距离资本项目的可自由兑

换并不遥远。②

第二，在衡量指标上，中国推动 ＳＤＲ 增加了贸易结算的新指标，有利于更全面地

评估各领域人民币国际化的状况。 与其他主要储备货币相比，人民币国际化具有独特

性：人民币国际化从实体经济领域开始，中国经常项目的开放程度要大于资本项目的

开放程度，这一特征意味着人民币在贸易和服务领域的使用较多。 之前衡量货币可自

由使用的指标重点关注货币在金融交易上的使用情况，忽视了货币在贸易结算上的作

用，并不能准确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

对此，人民银行在谈判中反复交涉，提出要增加新的指标，以反映各国货币国际化

的多元路径的客观现实。 最终，ＩＭＦ 同意增加货币“在跨境支付中的占比”和“在贸易

融资中的占比”两项新指标，以更好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际情况。 曾参与谈判的

人民银行国际司司长朱隽指出，“ ＩＭＦ 充分考虑了中国的特殊情况，因为人民币国际化

走的比较快，更多的体现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而 ＩＭＦ 原有的指标不足以反映人民币可

自由使用的程度，所以增加了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的指标，这反映了国际同行对我们

的高度配合和大力支持”。③

第三，在衡量数据上，中国推动 ＩＭＦ 和 ＢＩＳ 对人民币进行了特别数据调查，并增加

了对增量数据的考察，这有利于更准确地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态变化。 人民币国际

化是近年才开始迅猛发展的，而传统的 ＳＤＲ 审查标准主要考察的是存量数据，更多体

现了一国货币使用的惯性，因此会低估货币动态调整的程度。 因此，人民银行提出：一

方面，包括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在内的一些数据库没有包含人民币数据；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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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编著：《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之路》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２０１７ 年版，第 ８８ 页。
周小川：《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概念与内容》 ，载《中国外汇》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第 ９—１０ 页。
《易纲等人解密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之路》 ，ｈｔｔｐ： ／ ／ ｆｏｒｅｘ．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１２－ ２１ ／ １９２０４４０６２． ｈｔｍｌ，访问时

间：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 日。



　 ２０２０ 年第 ６ 期

方面，上一轮 ＢＩＳ 关于外汇交易的三年期调查是 ２０１３ 年，下一轮调查为 ２０１６ 年，期间

不能及时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情况。 此外，对于新增加的跨境支付和贸易融资指

标，也需要补充相关数据。①

在此背景下，ＩＭＦ 和 ＢＩＳ 分别同意对人民币开展官方外汇储备币种构成特别调查

和国际银行业负债特别调查，主要国家的央行均参加了此次调查，有效弥补了衡量人

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的数据缺口。 与此同时，ＩＭＦ 在对国际债务证券指标的评估过程

中，除了考察存量数据，还增加了对增量数据的评估。 相比存量数据，增量数据能够更

准确地反映人民币的变化情况和趋势。 时任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指出，ＩＭＦ、ＢＩＳ 与人

民银行一起，有效弥补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数据缺口，从而为衡量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

度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②

总体上，ＳＤＲ 制度具有较高弹性，尊重各国货币国际化的多元路径，这为中国提

出关于可自由使用货币的新解释元素奠定了基础。

（四）小结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在国际储备货币体系中仍占据着垄断地位，人民币

无论是在国际交易支付还是全球外汇市场交易中，与美元差距巨大，这导致中国在国

际货币体系改革中不具备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路径的实力。 在国际制度弹性方面，

以 ＳＤＲ 为代表的国际储备货币制度具备较高弹性，能够广泛适用于各国货币国际化

的不同情况，而非仅仅适用于美元的特殊情况。 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选择推动人民

币加入 ＳＤＲ 货币篮子，并对篮子货币可自由使用的制度规则提出了新的解释元素，也

就是采取了偏离型国际制度改革路径。 这与前文关于“当霸权国否决能力强、既有国

际制度弹性高时，崛起国更可能选择偏离型改革路径”的理论假设一致。

五　 区域贸易协定改革与中国的替代型路径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最初是一个由新加坡、文莱、智利和新西兰四国发起的区

域贸易协定，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８ 日生效。 由于四国经济体量较小，政治影响力有限，

ＴＰＰ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美国的加入才使得 ＴＰＰ 成为亚太区域

最受关注 的 贸 易 协 定。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美 国 总 统 贝 拉 克 · 奥 巴 马 （ Ｂａｒ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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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编著：《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之路》 ，第 ８７—９０ 页。
中国人民银行国际司编著：《人民币加入 ＳＤＲ 之路》 ，第 １ 页。



Ｏｂａｍａ）在其亚洲之行中宣布，美国将与 ＴＰＰ 缔约国一起致力于制定一个成员广泛、

高标准、名副其实的“２１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这表明美国将要借助 ＴＰＰ 来推行自己

的贸易规则。①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美国夏威夷举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ＡＰＥＣ）会议前夕，美国

召集 ＴＰＰ 各成员谈判，提出不能沿用原先的四国协定，要谈判缔结新的贸易协定，以

设定 ２１ 世纪的新贸易标准，并在会后发表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纲要》。② 美国

贸易代表罗恩·柯克（Ｒｏｎ Ｋｉｒｋ）在 ２０１１ 年全美国际法学会年会的演讲中提出，美国

政府不会完全接受四国协定，而是要谈判达成一个新的协定，只有一个新的协定才能

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③ 随后，越南、秘鲁、墨西哥、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马来西

亚相继宣布加入谈判，ＴＰＰ 逐渐发展为一个由 １２ 个亚太国家组成的强大的区域贸易

协定。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历时五年的 ＴＰＰ 谈判在美国宣告结束，一个世界贸易组织

（ＷＴＯ）之外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正式成形，１２ 个成员 ＧＤＰ 的全球占比约为 ４０％，贸

易量的全球占比约为 １ ／ ３。④

ＴＰＰ 号称“高标准的 ２１ 世纪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不仅涵盖货物和服务贸易的自

由化，还包括投资和竞争政策，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采购透明度等 ＷＴＯ 谈判中发展

中国家不愿意涉及的敏感议题。 不仅如此，ＴＰＰ 谈判还涉及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及

有约束力的环境和劳工标准，并引入了中立透明的“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⑤

这些特征都使得 ＴＰＰ 与以往基于 ＷＴＯ 规则的自由贸易协定有着很大区别，它“被视

为对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的一种制衡”。⑥

为化解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的挑战，中国大力支持亚洲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协定。

实际上，早在东盟提出 ＲＣＥＰ 之前，中国于 ２００４ 年就牵头启动了《东亚自由贸易区协

议》（ＥＡＦＴＡ）的可行性研究，⑦但由于与日本的东亚经济主导权竞争，这一制度方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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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ｅｂｏｒａｈ Ｅｌ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４ ｔｏ ｔｈｅ ＴＰＰ：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ｎｅｓｃａｐ． ｏｒ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ｐ４－ｔｐｐ－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ｓｉａ％Ｅ２％８０％９３ｐａｃｉｆｉｃ，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ｉｃｅ． ｏａｓ． ｏｒｇ ／ ＴＰＤ ／ ＴＰＰ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
ＴＰＰ＿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Ｎｏｖ１１＿ｅ．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Ｓｈｉｎｔａｒｏ Ｈａｍａｎａｋａ， “ＴＰＰ Ｖｅｒｓｕｓ ＲＣＥＰ：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Ａｇｅｎｄａ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 １８， Ｎｏ． ２， ２０１４， ｐ． １７０．

盛斌、高疆：《透视 ＴＰＰ：理念、特征与中国应对》 ，载《国际经济评论》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第 ２１ 页。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研究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 ，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２４ 页。
Ｊａｎｅ Ｐｅｒｌｅｚ， “Ｕ． Ｓ Ａｌｌｉｅｓ Ｓｅ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ｓ ａ Ｃｈｅｃｋ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５．
《温家宝总理在第八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６７５０９９ ／ ｚｔ２００４＿６７５９２１ ／ ｗｚｌｃｘｄｍｈｉ＿６７５９３１ ／ ｔ１７２４４４．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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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未能落实。 ２００６ 年，日本提出了“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ＣＥＰＥＡ）”。 两者之间的

差别在于：（１）ＥＡＦＴＡ 成员范围为“１０＋３”，而 ＣＥＰＥＡ 成员范围为“１０＋６”，日本的意

图是要稀释中国的影响力；（２）ＥＡＦＴＡ 的主要议题是货物贸易自由化，而 ＣＥＰＥＡ 除了

货物贸易自由化外，还包括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因而被称为“全面”的经济伙伴关

系。 很长一段时期，中日两个制度方案的竞争使得东盟难以在区域贸易合作中发挥

作用。

在 ＴＰＰ 带来的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中国开始调整政策，接受了“１０＋６”的成员

范围和“货物贸易＋投资＋知识产权”的议题设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在“１０＋６”经济部长

会议上与日本共同提出了设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工作小组的提案，为

东盟提出 ＲＣＥＰ 奠定了基础。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基于中日共同提案，东盟向东亚峰会提

议设立上述三个工作小组，并提出了建立 ＲＣＥＰ 的主张。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３０ 日，“１０＋６”

经济部长会议召开，通过了《ＲＣＥＰ 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①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

“１０＋６”领导人共同发布了《关于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的联合声明》，开

始了 ＲＣＥＰ 建设进程。②

中国对东盟的支持不仅体现在 ＲＣＥＰ 的提出上，还体现在对 ＲＣＥＰ 谈判的大力推

动上。 ２０１３ 年，ＲＣＥＰ 谈判正式启动，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愿意与东盟

一道推动 ＲＣＥＰ 谈判，深化本地区的经济融合”。③ ２０１５ 年，李克强再次强调，中国愿

与参加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各方共同努力，力争 ２０１６ 年结束 ＲＣＥＰ 谈判。④

２０１８ 年，李克强提出，“ＲＣＥＰ 谈判现在已进入关键时期，我们要再接再厉，保持积极

势头，踢好临门一脚，力争 ２０１９ 年达成协定”。⑤

值得注意的是，从制度规则上看，中国支持和推动的 ＲＣＥＰ 与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有

着根本差异：ＲＥＣＰ 属于 ＷＴＯ 框架下的第一代贸易规则，而 ＴＰＰ 属于 ＷＴＯ 框架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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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ｕｉ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ｏ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２４ ／ １１ ／ ｐｄｆｓ ／ ２０１２１１２０＿０３＿０３．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贺平、沈陈：《ＲＣＥＰ 与中国的亚太 ＦＴＡ 战略》 ，载《国际问题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第 ４６ 页。
《李克强在第 １６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３ｎｚｔ＿６７５２３３ ／ ｌｋｑｚｌｃｘｄｙｌｄｒｈｙ＿６７５２４３ ／ ｚｘｘｘ＿６７５２４５ ／ ｔ１０８６４９１．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李 克 强 在 第 １８ 次 东 盟 与 中 日 韩 领 导 人 会 议 上 的 讲 话 》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ｙｘｗ ／

ｔ１３１７２０８．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李克强出席第二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领导人会议》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６７４９７９ ／ ｙｗｚｔ＿６７５０９９ ／ ２０１８ｎｚｔ ／ ｌｋｑｃｘｓｈｈｚｌｄｒｘｌｈｙ＿６９５１０３ ／ ｚｘｘｘ＿６９５１０５ ／ ｔ１６１３１３９． 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



第二代贸易规则。① ＲＣＥＰ 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

竞争和争端解决等议题。 它们多数属于削减“边界措施”和“市场准入障碍”的第一代

贸易政策规则。 ＴＰＰ 不仅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市场准入型条款，还包含

“扩展性”的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劳工和环境、监管一致化等议题，其深度

和广度远远超过 ＷＴＯ 规则，多数内容属于削减“边界内措施”的第二代贸易规则。②

从制度变迁的类型看，针对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中国大力支持和推动在制度规则上

有着根本差异的 ＲＣＥＰ，这属于对既有国际制度的替代型改革路径。 为什么中国会采

用替代型路径？ 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可以从霸权国的否决能力和国际制度弹性两方

面来分析。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在霸权国否决能力方面，美国在区域贸易协定领域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 针对美

国力推的 ＴＰＰ，中国具备推动替代型的 ＲＣＥＰ 的实力，而美国也难以否决中国的替代

型方案。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亚太国家对美国出口市场的贸易依存度下降，

对中国出口市场的贸易依存度上升，这构成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市场性权力（如表 ４

所示）。 亚太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对外部出口市场的依赖度较高。 随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其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中国为周边亚太国家提供了可观的出

口市场和经济增长前景。③ 在美国深陷次贷危机的背景下，中国仍然保持了高速经济

增长和贸易增长，导致多数亚太经济体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大大超过美国，难以拒绝

中国力推的 ＲＣＥＰ。

第二，大多数亚太国家已经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签署 ＲＣＥＰ 协议不

会给这些国家带来太大冲击，这构成了中国在贸易领域的制度性权力。 ２０１０ 年诞生

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建成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中国—新西兰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启动，这是中国首次与发达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达成协议。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双方在中国—东

盟自贸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贸易自由化，双方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达成协议。 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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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Ｈｅｎｒｉｋ Ｈｏｒｎ， Ｐｅｔｒｏｓ Ｍａｖｒｏｉｄｉｓ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 Ｓａｐｉｒ，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ｎ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Ｕ ａｎｄ ＵＳ Ｐｒｅｆｅｒ⁃
ｅｎｔ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 ３３， Ｎｏ． １１，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５６５－１５８８．

盛斌、果婷：《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东盟与中国》 ，载《学术前沿》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第 ７０—７２ 页。
Ｄｏｎｇｈｙｕｎ Ｐａｒｋ ａｎｄ Ｋｗａｎｈｏ Ｓｈｉｎ， “ Ｃａｎ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Ｂｅ 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ｏｆ

Ｇｒｏｗｔｈ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ｓｉ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ｄｂ． ｏｒｇ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ｃａｎ － ｔｒａｄｅ － ｐｅｏｐｌｅｓ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ｃｈｉｎａ － ｂｅ － ｅｎｇｉｎｅ －
ｇｒｏｗ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ａｓｉａ，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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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月，中国和澳大利亚启动自贸区谈判，这是中国首次与经济总量较大的发达经济体

商谈自由贸易协定，也是贸易投资自由化整体水平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一，双方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达成协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中韩自贸区谈判启动，这是当时中国覆盖领域

最广、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的自贸区，双方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达成协议。

表 ４　 亚太经济体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占其总贸易额的比重（２０１１ 年）
亚太经济体 对中国的贸易 对美国的贸易

文莱 ７． ４３％ １． ２７％

马来西亚 １３． ０２％ ７． ２４％

新加坡 １０． ４２％ ７． ９８％

泰国 １２． ６８％ ７． ７２％

越南 １７． ７８％ １０． ６８％

日本 ２０． ６２％ １２． １６％

韩国 ２０． ４１％ ９． ３７％

印度 ９． ７１％ ７． ２７％

澳大利亚 ２３． ２５％ ７． ３１％

新西兰 １４． １７％ ９． ３２％

　 　 资料来源：ＩＭ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Ｙｅａｒｂｏｏｋ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ｉｍｆ． ｏｒｇ ／
ｄｏｃ ／ ＩＭＦ０４２ ／ １２８７６ － ９７８１６１６３５４０４６ ／ １２８７６ － ９７８１６１６３５４０４６ ／ Ｏｔｈｅｒ ＿ ｆｏｒｍａｔｓ ／ Ｓｏｕｒｃｅ ＿ ＰＤＦ ／ １２８７６ －
９７８１４７５５７４５３１．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第三，亚太国家之间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较为落后的

发展中国家国偏好 ＲＣＥＰ 倡导的包容、灵活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 如前文所述，

ＲＣＥＰ 属于 ＷＴＯ 框架下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规则，集中于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

等市场准入问题，同时强调辅以成员国之间的广泛经济技术合作，同意为成员国中的

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较多的保留条款和过渡期安排，其目的是实现亚太地区的包容性经

济增长，与 ＴＰＰ 强调的高标准和趋同性安排形成鲜明对比，因而对亚太地区较为落后

的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吸引力。①

简言之，美国在亚太区域对中国推动新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这

·３２·

① 虽然印度在 ＲＣＥＰ 谈判中的立场反复变化，并在 ２０１９ 年以“有重要问题尚未得到解决”为由“暂时”退出

谈判，但比较来看，印度在 ＴＰＰ 和 ＲＣＥＰ 之间明显偏向于 ＲＣＥＰ，这与 ＲＣＥＰ 中较少的承诺以及较多的豁免与例外

不无关系。 ２０１３ 年，美国曾邀请印度加入 ＴＰＰ，但印度反应冷淡。 ２０１４ 年，在新一轮政策协调之后，印度宣布重

返 ＲＣＥＰ，并承办了 ＲＣＥＰ 第六轮谈判。 参见贺平：《印度对 ＲＣＥＰ 的政策取向：症结与出路》 ，载 《国际问题研

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４ 期，第 ７７—８１ 页。



既源于亚太国家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上升，也与中国已经与亚太国家签订了一系列

自由贸易协定相关，同时还与大多数亚太国家自身对更为灵活的区域贸易协定的需求

有关。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具备了采取替代型或者转换型改革路径的实力。 那么，为

什么中国最终选择了替代型路径？ 这与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的制度弹性有关。

（三）ＴＰＰ 的制度弹性

在国际制度弹性方面，ＴＰＰ 的制度弹性较低，其“高标准”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的区

域贸易协定标准及其“重返亚太”的地缘政治诉求，缺乏对中国贸易利益的包容性，使

得中国无法选择转换型路径，只能选择替代型路径。

第一，ＴＰＰ 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美国之前缔结的区域贸易协定，反映了美式贸

易协定的特征。 通过对 ＴＰＰ 文本与其他区域贸易协定文本的对比分析，托德·阿利

（Ｔｏｄｄ Ａｌｌｅｅ）和安德鲁·拉格（Ａｎｄｒｅｗ Ｌｕｇｇ）发现，ＴＰＰ 文本大约有 ４５％的内容与美

国之前缔结的其他区域贸易协定的文本内容相似。 美国与巴林、阿曼、韩国签署的双

边贸易协定对 ＴＰＰ 文本的影响尤其突出，其中，美国—巴林贸易协定中的知识产权条

款、美国—阿曼贸易协定中的投资条款几乎被“复制”到 ＴＰＰ 文本中。 投资是 ＴＰＰ 文

本中最具争议的条款之一，而相关条款中 ８０％的内容可以在美国之前与韩国、秘鲁、

澳大利亚、新加坡和智利等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文本中找到“原文”。①

第二，ＴＰＰ“高标准”的背后体现了美国的价值理念和标准。 （１）在知识产权标准

上，ＴＰＰ 标准明显高于 ＷＴＯ 水平，超出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 例如，ＴＰＰ

中知识产权协议对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安全港框架，该框架来自于美国国内的

知识产权法，如果得以实施，将会进一步加强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全球垄断地位；②（２）

在劳工和环境标准上，ＴＰＰ 协议中专门增设了劳工和环境条款，并与贸易挂钩。 对别

国强加较高的劳工和环境标准等，有助于美国以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实

施贸易制裁。 例如，ＴＰＰ 劳工条款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动、废除童

工和消除就业歧视等，其依据正是美国 ２００７ 年于国内达成的《两党贸易协议》；③（３）

在国有企业标准上，ＴＰＰ 协议针对国有企业单列一章，主张取消对国有企业的政策支

持，且带有明显的“美国特色”：ＴＰＰ 国有企业条款的约束范围仅限于中央政府管理的

国有企业，不涉及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 这是因为美国没有中央政府管理的国有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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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Ｔｏｄｄ Ａｌｌｅｅ ａｎｄ Ａｎｄｒｅｗ Ｌｕｇｇ， “Ｗｈｏ Ｗｒｏｔｅ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 Ｎｏ． ３， ２０１６， ｐｐ． １－９．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 ，第 ２１２ 页。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贸易室：《跨太平伙伴关系协定文本解读》 ，第 ２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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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①

第三，ＴＰＰ 还含有美国“重返亚太”的地缘政治意图。 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

的一部分，ＴＰＰ 不仅是一个促进亚太区域贸易自由化的协定，而且还带有美国与中国

争夺亚太经济秩序主导权的政治和外交目的。② 奥巴马政府将重大贸易政策的制定

权交给了国家安全委员会而非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强调要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来看

待国际贸易政策。③ 正如奥巴马在《华盛顿邮报》的撰文所言：“中国想要在世界上经

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制定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怎么能放

任这种情况发生？ 规则应该由我们来制定。 ＴＰＰ 就是为了确保由美国而不是中国来

书写亚太地区的贸易规则。”④总体上，ＴＰＰ 的制度弹性较小，带有鲜明的美式贸易协

定特征，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同时还承担着美国“重返亚太”的政治使

命。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难以重新解释 ＴＰＰ 的制度规则，无法将自身的制度偏好融入

ＴＰＰ 的制度规则中。

（四）小结

在亚太区域的贸易协定领域，面对美国推动的 ＴＰＰ，中国具备推动替代性制度方

案的实力，而 ＴＰＰ 制度本身也缺乏包容性和重新解释的弹性空间，这导致中国选择了

力推 ＲＣＥＰ 谈判的替代型改革路径。 这与前文关于“当霸权国否决能力较弱、既有国

际制度弹性低时，崛起国倾向于选择替代型改革路径”的理论假设一致。

六　 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与中国的转换型路径

（一）中国改革路径的选择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理念植入世界银行，用本国的

战略利益来塑造后者的优先事项和运营制度，导致世界银行逐渐偏离了发展中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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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铭辉：《 “竞争中立”视角下的 ＴＰＰ 国有企业条款分析》 ，载《国际经济合作》 ，２０１５ 年第 ７ 期，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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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 ，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Ｐａｃｉｆｉｃ， Ｃｈｅｌｔｅｎｈａｍ： Ｅｄｗａｒｄ Ｅｌｇａｒ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２０１６．

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Ｔｈｅ ＴＰＰ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Ｎｏｔ Ｃｈｉｎａ，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Ｗａｓ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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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化发展需求。① 与此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世界银行中的较低话语

权与它们经济实力的增长也日益脱节。 此外，世界银行的官僚主义严重、运营效率不

高也广为发展中国家诟病，亟需改革。②

为推动世界银行的改革，也为了满足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融资需求，中国

倡议筹建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７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加

ＡＰＥＣ 领导人会议时提出了筹建亚投行的制度倡议。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中国与亚

洲 ２１ 个国家共同签署了《筹建亚投行备忘录》，正式开启了筹建亚投行的多边谈判。

截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共有 ５７ 个国家宣布加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其中有 ３７ 个亚

洲国家，２０ 个域外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２ 日，亚投行

创始成员国就《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下文简称《亚投行协定》）和《〈亚洲基

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 （下文简称《亚投行协定报告》）达成一致。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６ 日，亚投行在北京正式开业。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亚投行是中国在世界银行之外倡议筹建的一家新的多边开发

银行，但此举并不属于替代型制度改革路径。 这是因为亚投行采纳了与世界银行类似

的核心制度规则，只是在解释和应用上有所不同：世界银行将制度规则应用于减贫领

域，而亚投行则应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５ 日，亚投行多边临时秘书处在北京举行“亚投行制度建设”研讨会，

重点讨论了亚投行的治理结构、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等核心制度规则。 会

议邀请了世界银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的官员参加，特别邀请了娜塔莉·利希滕斯坦

（Ｎａｔａｌｉｅ Ｌｉｃｈｔｅｎｓｔｅｉｎ）、斯蒂芬·林特纳（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Ｌｉｎｔｎｅｒ）、马修·达尔泽尔（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ａｌｚｅｌｌ） 、玛拉·沃里克（Ｍａｒａ Ｗａｒｗｉｃｋ）等一批长期在世界银行工作的专家，就亚投行

的制度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其中，利希滕斯坦协助起草了《亚投行协定》，林特纳对亚

投行《环境与社会制度框架》的制订做出了重要贡献。④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就亚投行

等新机构成立的问题深入交流，双方达成共识：“新机构要像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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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加怡：《关于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的几点观察》 ，载《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０５ 年第 ５ 期，第 ３１—３６ 页。
中国财政部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课题组：《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研究》 ，载《经济研究参考》 ，２００６ 年第

４９ 期，第 ４—５ 页。
《习近平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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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日。
张涵、郭曼洁：《亚投行智囊团集体亮相，今秋亚投行将面向全球公开招聘》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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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性、透明度以及环境和治理的高标准方面相一致。”①这表明亚投行将在“专业

性、透明度以及环境和社会治理”等核心制度规则上与世界银行保持一致。

总的来看，中国通过建立亚投行来推动世界银行的改革，采用与世界银行类似的

制度规则，在与世界银行不同的业务领域运营，属于用旧制度规则来实现新制度目标

的转换型制度改革路径。 正如后来担任亚投行首任法律顾问的利希滕斯坦所言，“相

同的制度规则可以产生非常不同的制度运营方式”。② 那么，中国为什么在多边开发

银行领域的改革中选择转换型路径？ 根据理论框架，可以从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和

国际制度本身的弹性两个方面来分析。

（二）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

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 埃里克·赫莱纳（Ｅｒｉｃ Ｈｅｌｌｅｉｎ⁃

ｅｒ）和王红缨在比较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之后指出，应急

储备安排采用了与 ＩＭＦ 挂钩 ７０％的做法，而新开发银行却独立于世界银行，之所以如

此主要是因为在应急储备安排所处的国际金融救助领域，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

而新开发银行所处的国际开发性金融领域，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 对于新兴经济

体而言，创建一家新的国际金融救助机构，两个方面的资源必不可少：一是要筹集用于

危机救助的贷款资金，主要是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硬通货，在这一问题上负责发行美元

的美联储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二是要提供可信度高的贷款保障机制，以确保危机当

中的贷款能够在危机过后得到偿还。 尽管 ＩＭＦ 苛刻的贷款条件饱受批评，但新兴经

济体确实难以保证受援国能够在没有苛刻贷款条件下偿还贷款资金。 这两方面原因

导致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创建新的国际金融救助机构的门槛较高。 反观国际开发性

金融领域，创建一家新的多边开发银行也需要两方面的资源：一是美元外汇储备作为

银行的资本金；二是对外基础设施投资的知识和经验。 在这两方面，金砖国家尤其是

中国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可以独立地建立新机构，美国难以否决。③

在亚投行筹建的过程中，美国确实曾多次试图阻挠，但均未能成功。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在中国筹建亚投行的倡议提出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 Ｊｏｈｎ Ｋｅｒｒｙ）以及

奥巴马本人都先后表示反对，指责亚投行可能会降低国际开发性金融的标准，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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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成为中国追求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的工具。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克里在雅加达参

加印度尼西亚新总统就职仪式时，对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博特（Ａｎｔｈｏｎｙ Ａｂ⁃

ｂｏｔｔ）提出，“中国推动地区开发银行的建立，应该以透明的方式进行，并进行高标准的

管理”。②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奥巴马在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Ａｂｅ Ｓｈｉｎｚｏ）时指出，“亚洲国

家需要更多的基础设施投资，但中国倡议建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必须坚持高标准

和透明度”。③ 最终，美国的这些“反对”还是未能阻止其欧洲和亚太盟友加入亚投行。

在欧洲盟友方面，英国率先申请加入亚投行。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 · 奥斯本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ｓｂｏｒｎｅ）在声明中指出，“英国将会为保证亚投行在问责、透明度、治理等方

面采纳国际最佳标准贡献出关键力量”。④ 美国则批评了英国的行为，声称“我们担心

英国持续不断地迁就中国的行为，这不是一种与新兴大国打交道的好方式”。⑤ 英国

的申请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德国、法国、意大利随后宣布加入。 德、法、意三国在声

明中提到：“渴望与亚投行创始成员国一起打造该机构，使其在监管、保障、债务以及

采购政策等方面具备最高标准和最佳实践。”⑥

在亚太盟友方面，澳大利亚和韩国冲破美国的阻力申请加入亚投行。 在澳大利亚

国内，国库部部长约瑟夫·霍基（ Ｊｏｓｅｐｈ Ｈｏｃｋｅｙ）、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

（Ａｎｄｒｅｗ Ｒｏｂｂ）等负责经济事务的内阁官员强调，参与中国倡议的亚投行对于维持澳

大利亚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十分重要。 ２０１３ 年，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澳大利亚对外贸易

总额的 ２３． ３％，而与美国的贸易额仅占 ８． ４％。 在出口方面，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出口

占其出口总额的 ３２． ５％，而对美国和日本的出口之和仅占 ２０． ５％。⑦ 在巨大的经济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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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ｒａｃｋ Ｏｂａｍａ，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Ｒｉｖａｌ Ｍｕｓｔ ‘ Ｄｏ Ｒｉｇｈｔ ｂｙ Ｉ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

ｃｏ． ｕｋ ／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１１５６９５８８ ／ Ｂａｒａｃｋ－Ｏｂａｍａ－Ｃｈｉｎａｓ－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ｒｉｖａｌ－ｍｕｓｔ－ｄｏ－ｒｉｇｈｔ－ｂｙ－ ｉｔｓ－ｐｅｏｐｌｅ． ｈｔｍｌ，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ＵＫ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Ｊｏｉｎ 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ｎｅｗｓ ／ ｕｋ－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ｓ－ｐｌａｎｓ－ｔｏ－ｊｏｉｎ－ａｓｉａｎ－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ＵＳ Ａｎｇｅｒ 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 ＡＩＩＢ，”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ｕｓ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５ ／ ｍａｒ ／ １３ ／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ｌｙ－ａｓｋｓ－ｕｋ－ ｔｏ － ｕｓｅ － ｉｔｓ － ｖｏｉｃｅ － ａｓ－ ｐａｒｔ － ｏｆ －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ｌｅｄ － ｂａｎｋ，访问时间：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３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ａｙ Ｔｈｅｙ Ｗｉｌｌ Ｊｏｉｎ Ｃｈｉｎａ⁃Ｌｅｄ Ｂａｎｋ，”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８ ／ ｂｕｓｉ⁃
ｎｅｓｓ ／ ｆｒａｎｃｅ－ｇｅｒｍａｎｙ－ａｎｄ－ｉｔａｌｙ－ ｊｏｉｎ－ａｓｉａｎ－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ｂａｎｋ． ｈｔｍｌ？ ＿ｇａ ＝ ２． １７３０５１４２７． １８８９６８４５６２．
１５９０７２９５４０－２０５１４０６５９８． １５７６８２２０９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Ｂａｔｅｓ Ｇｉｌｌ ａｎｄ Ｔｏｍ Ｓｗｉｔｚｅｒ， “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 ２０１５－０２－１９ ／ ｎｅｗ－ｓｐｅｃｉ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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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下，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９ 日，阿博特宣布澳大利亚将作为意向创始成员国申请加入亚投

行。 与澳大利亚的情况类似，中韩经济关系对韩国也十分重要。 ２０１３ 年，中韩双边贸

易额达到 ２７４２ 亿美元，超过了美韩与日韩贸易额的总和。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中韩签署了

１２８． ７ 亿美元的巨额贸易订单，并在首尔签署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备忘录。 中国同意

给予韩国 ８００ 亿元人民币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ＲＱＦＩＩ）额度，这有助于将首尔打造

成人民币的离岸中心，提升韩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美国

对韩国可能加入亚投行表达了“严重关切”，韩国还是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２６ 日提出了加入

亚投行的申请。

简言之，美国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这既表现为中国具备创

建一家新的多边开发银行的资源和实力，也表现为美国难以阻止其欧洲和亚太盟友加

入中国倡议的亚投行。 在这种国际力量对比条件下，中国可以选择替代型或者转换型

的改革路径。 那为什么中国最终选择了转换型路径？ 这与世界银行的制度规则具有

较高弹性有关。

（三）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

在国际制度弹性方面，世界银行的制度规则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既可以

适用于减贫领域，也可以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具体来看，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

面，世界银行的制度规则可以被亚投行等新的多边开发银行所学习；另一方面，世界银

行的制度规则可以被应用于不同的业务领域和实践，即“同一规则、不同应用”。

在规则的一致性方面，尽管亚投行在设立了非常驻董事会、精简官僚机构等方面

与世界银行有所不同，但是在股权分配、环境与社会保障政策、采购政策等核心制度规

则方面学习了世界银行的规则。 在股权分配上，《亚投行协定报告》规定“成员股本分

配的基本参数为成员经济体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成员在全球经济中的比

重按照国内生产总值计算”，②这与世界银行的股权分配规则一致。 在环境和社会保

障政策、采购政策上，《亚投行协定》第 １３ 条第 ４ 款规定：“亚投行应保证其所从事的

每项业务均符合银行的业务和财务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针对环境和社会影响方面的政

策”，③并在《亚投行协定报告》中进一步做出了解释：“第 １３ 条第 ４ 款提到的银行业务

·９２·

①

②

③

《开创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０７ ／ ０４ ／ ｃ＿１１１１４６８３０９． ｈｔｍ，
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６ ／
Ｐ０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３６０８８３４４００４６．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ｎ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和财务政策，应由亚投行董事会基于‘国际良好实践’进行批准，这些政策应包括环境

与社会框架、披露、采购、债务可持续性等”。① 这里的所谓“国际良好实践”实际上就

是世界银行的实践和标准。

在规则应用方面，世界银行的制度规则既可以应用于减贫领域，也可以应用于

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尽管《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明确规定世界银行的宗旨包括

“鼓励欠发达国家生产设施和资源的开发”，②但对于如何才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理解

则与世界银行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念相关，不同的发展理念对世界银行的宗旨

有着不同诠释，理念变化会导致世界银行的业务领域发生调整。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末世界银行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开发机构以来，其业务领域经历过一次大的调整：

冷战结束前，世界银行内部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理念认为，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是不发

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因此世界银行的业务主要是支持借款国需要大量资本的基

础设施投资；而在冷战结束以后，减贫开始成为世界银行内部新的主流发展理念。

这种理念虽然不排斥经济增长，但强调要对经济增长的收益进行再分配，使贫困人

口能够从中受益。 世界银行的主要业务也相应调整为教育、环境、卫生等减贫

议题。③

邹加怡和莫小龙指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世界银行将减贫确定为核心业务领

域，贷款形式从传统项目投资贷款转向以支持借款国的结构改革和政策调整为目标的

调整贷款；贷款的领域进一步趋“软”，支持社会部门、环境、公共管理等领域的贷款增

加，同时世界银行还以“不与私人部门竞争”为由，逐步减少对基础设施领域的贷款。

例如，世界银行 ２０１５ 年的年度报告显示，在 ２０１５ 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 ＩＢＲＤ）承诺的

２３５． ２８ 亿美元贷款中，获得承诺资金最多的依次是金融和私营部门发展（２６％）、城市

发展（１５％）以及社会保障和风险管理（１４％）。④

正是由于世界银行的制度规则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亚投行在采用了与世界银行一

致的制度规则后，可以将其应用到与减贫不同的业务领域。 《亚投行协定》第 １ 条规

定，亚投行的宗旨是“通过在基础设施及其他生产性领域的投资，促进亚洲经济可持

续发展、创造财富并改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 ２ 条规定，“亚投行的职能是推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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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

①

②

③

④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 ｇｏｖ． ｃｎ ／ ｚｈｅｎｇｗｕｘｉｎｘｉ ／ ｃａｉｚｈｅｎｇ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５０６ ／
Ｐ０２０１５０６２９３６０８８３４４００４６．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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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加怡：《评近年来世界银行政策的调整》 ，载《国际经济评论》 ，１９９７ 年第 １１ 期，第 ５—７ 页。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ｓ： ／ ／ ｏｐｅ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ｂｉｔｓｔｒｅａｍ ／ ｈａｎｄｌｅ ／ １０９８６ ／

２２５５０ ／ ＷＢＡｎｎｕ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５ＥＮ． ｐｄｆ？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 ２２＆ｉｓＡｌｌｏｗｅｄ ＝ ｙ，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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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内发展领域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和其他生产性领域的发展”。①

从世界银行自身主要业务从基础设施投资转移到减贫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世界

银行的制度规则具有较高弹性，能够应用于不同的业务领域。 在目前形势下，这套制

度规则既能应用于美国偏好的减贫领域，也能应用于中国偏好的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四）小结

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中国具备创建亚投行的资源和实

力，美国难以阻止其他国家申请加入亚投行。 与此同时，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制度规

则本身弹性较高，既可以适用于减贫，也可以适用于基础设施投资，这使得中国倡议的

亚投行就可以利用与世界银行类似的制度规则去完成不同的制度任务和目标。 因此，

中国在多边开发银行领域的制度改革中采取了转换型路径。 这与前文关于“当霸权

国否决能力较弱、既有国际制度弹性较高时，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转换型路径”的理论

假设一致。

七　 结论

本文借鉴了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利用霸权国否决能力和既有国际

制度弹性两个自变量，构建了一个解释崛起国改革国际制度的路径选择的理论框架。

具体来看，当霸权国否决能力较强，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弹性较低时，崛起国倾向于

选择叠加型改革路径；当霸权国否决能力较强，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弹性较高时，崛

起国倾向于选择偏离型改革路径；当霸权国否决能力较弱，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制度弹

性较低时，崛起国倾向于选择替代型改革路径；当霸权国否决能力较弱，霸权国主导的

国际制度弹性较高时，崛起国倾向于选择转换型改革路径。

实证分析部分，在主权信用评级改革中，美国否决能力较强，而美国主导的国际评

级制度的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叠加型改革路径。 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美国

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强，而美国主导的 ＳＤＲ 储备货币制度弹性较高，使得中国选择了偏

离型改革路径。 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美国的制度否决能力较弱，而美国主导的 ＴＰＰ 制

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改革路径；在多边开发银行改革中，美国的制度否

决能力较弱，而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较高，使得中国采取了转换型改革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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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ｉｉｂ． ｏｒｇ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ａｉｉｂ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ｉｃ＿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ａｎｋ＿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ｆ＿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ｐｄｆ，访问时间：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本文从崛起国是否创建新国际制度以及是否重新解释和应用既有国际制度的角

度出发，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改革的路径分为替代、转换、叠加和偏离四种类型，打破

了以往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划分所采用的现状国—修正国的两分

法①。 爱德华·卡尔（Ｅｄｗａｒｄ Ｃａｒｒ）较早将崛起国分为维持现状的国家和修正主义国

家两种类型，认为前者是对现有国际规则满意并乐意去维持的国家，后者则是对现有

国际规则不满意并伺机修改的国家。② 阿诺德·沃尔夫斯（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则认为修

正国和现状国在国际政治中追求的目标不同，前者追求的是“自我扩展”，这一过程通

常伴随“频繁而剧烈的权力扩张尝试”，后者则追求“自我存续”，并无扩张权力和追求

优势地位的动机。③ 江忆恩（Ａｌａｓｔａｉｒ Ｉａｉｎ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则直接问出了“中国是一个维持现

状的大国吗”的问题。④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这一两分法容易使中国与全球治理

的关系陷入困境。 按照这一逻辑，如果中国采取韬光养晦的现状国战略，那么中国就

容易被批评为“搭便车”，不承担“大国责任”；如果中国采取积极有为的修正国战略，

那么中国就容易被认为是要“改变现状”，挑战既有国际秩序。

本文提出的四分法表明，与中国是何种类型的国家相比，中国与美国在全球治理

中的互动对中国选择何种类型的全球治理改革战略影响更大。 从国际政治的一般规

律来看，任何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导致国际规则的改变，关键是崛起国选择什么样的路

径来改变国际规则。 其路径选择通常与具体议题领域内霸权国的制度否决能力有关，

也与霸权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是否为崛起国提供了足够的弹性空间有关。 当然，所有这

些路径都只有在崛起国的物质性权力不断增强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而如何不断地提升

崛起国的物质性权力，这则是另一个新的研究问题。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编辑：肖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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